
王湾三期文化南渐的区域差异与西线传统

摘要:王湾三期文化南渐在区域与传播路径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区域影响程度方面由北向南大体
存在着由强到弱的三个影响层次，传播路径方面则有着东西两线差异之分。相较于东线，西线在宏

观范围内保留了圜底罐的文化传统。西线的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在吸收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矮足

鼎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峡江地区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圜底罐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在形

成后沿丹江北上对陕东南地区东龙山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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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三期文化早晚两期有着不同的分布

范围，晚期向南扩张致使豫西南鄂西北和豫

南鄂东北两地原有江汉龙山文化系统向中原

龙山文化系统突变，从而形成了王湾三期文

化晚期的乱石滩和杨庄二期两个地方类型 [1]，
更进一步导致了江汉文化区石家河文化系统

向后石家河文化系统的转变。这一文化变迁

一般认为与古史传说中的“禹征三苗”有关 [2]。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后石家河文化地方类

型的系统梳理，认为中原龙山文化南下存在

明显的东西两线之分，而东线与淮系龙山系

统造律台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 [3]。东西两线由
于地理位置与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区域差异是

毋庸置疑的，但这是否代表着其背后文化传

播背景的不同是值得思考的。从传播路径方

面着眼，或许有益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一、豫南鄂东北地区龙山晚期
遗存再分析

无论是传统认识上的王湾三期文化南渐

还是中原龙山文化族群联合的南下，从地理

位置与传播路径的角度出发，首先需要解决

的是豫南鄂东北地区以杨庄二期遗存为代表

的一类遗存的文化性质问题。这类遗存除了

驻马店杨庄 [4]，在驻马店张楼 [5]、党楼 [6]、三所
楼 [7]、正阳贾庄 [8]、罗山擂台子 [9]、固始平寨古
城 [10]等遗址也有发现。鄂东北随枣走廊一带以
西花园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H13、T22②为
代表的一类遗存 [11]以及涢水以东的包括夏家
河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的大部[12]、吴
家坟H1[13]及张西湾“第三期遗存”中部分 [14]也
应归入其中。关于这类遗存的性质问题，以往

学界或将其视为王湾三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

型[15]，或将其直接纳入王湾三期文化的郝家台
类型 [1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其本身具有显著
的地方特色，并主张命名为独立的考古学文

化 [17]。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将其视为王湾
三期文化独立的一个地方类型应当更为合

适。从文化因素分析的角度出发，杨庄二期类

型至少存在包括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二

里头文化、斗鸡台文化、造律台文化以及本地

五类因素（图一、二）。煤山类型因素无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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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杨庄二期类型与煤山类型器物群的对比

1~13.杨庄(T30③:4、H10:1、W8:2、W13:2、T9③:1、W12:1、H27:10、T30③:5、T13②:1、H27:2、T30③:3、
T13②:3、T15④:4) 14、16、18、19.煤山(H29:8、T10③:5、T18③:3、T16③:7) 15、26.郝家台(T38④A:
54、T28H207:10) 17、20~24.王城岗(WT140H362 :27、WT73H169:9、WT35H88 :4、W5T0672HG1⑨:
47、W5T2372H64:25、1) 25.瓦店(IVT5H36:3)

图二 杨庄二期类型中的其他几类文化因素

1、6.西花园(H13:168、T22②:207) 2、5.佘家老湾(T6⑤:4、T1③B:7) 3、14.夏家河(EST1109⑦:
7、F5:14) 4.吴家坟(H1:3) 7、8、10~13.杨庄(T2⑤:21、T30③:6、T30③:10、T12②:10、T11⑥:14、
T5④A:1) 9.张西湾(G1:59) 15、17.平寨古城(T1 :58、49) 16.南山咀(H5:6)

器物群类别还是数量方面无疑占明显优势，

这类因素包括圆锥状高足鼎、矮足鼎、深腹

罐、鼓腹罐、大口罐、高领瓮、矮领瓮、圈足盘、

浅盘豆、敛口钵、斜腹碗、器盖、直腹杯等，可

以说其核心器物群几乎都可以在煤山类型中

找到相似甚至是相同的器形。其次为本地因

素，这类因素在类别和数量方面仅次于煤山

类型，一方面器物是继承了以杨庄一期遗存

为代表的石家河文化因素而来，如缸、深腹

盆、擂钵、斜腹杯、器座等；另一方面则是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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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王湾三期文化南渐的东西线

创造的新的文化因素，如竖

沿鼓腹罐、窄沿直腹罐、敛口

鼓腹罐等。其他几类因素占

比较少。二里头文化因素主

要见于南山咀和平寨古城两

处遗址，其中南山咀遗址H5
的两件平底盆（H5:3、6）以及
平寨古城遗址出土的折壁器

盖（T1 :49）等与二里头文化
同类器明显更为接近。这也

说明了杨庄二期类型的绝对

年代已进入到了二里头文化

时期，下限应可晚至二里头文

化一期。平寨古城遗址出土

的折沿垂腹罐（T1 :58）则明
显与东部的斗鸡台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明确

的造律台文化因素主要有少量的侧三角形足

鼎。杨庄遗址出土的鼎（T5④A:1）其腹部上饰
数周旋纹下饰篮纹的装饰风格与造律台文化

作风便有着相似之处。此外，以桐柏山为界，

杨庄二期类型南北器物群风格也有着不小的

区别，南部的罐、盆等类器物多见口沿处饰多

道凹弦纹的作风，且相较于北部保留有更多

如盆形鼎、斜腹杯、圈足碗等江汉龙山文化系

统的器物。这种差异性应与其所处位置及文

化传统孑遗有关。而从其核心器物群出发，其

整体面貌无疑应当更接近于中原龙山文化系

统。关于这一点，韩建业、何驽等先生也早已

有相关论述并做有具体的量化分析工作[18]。既
而，在此我们将该类遗存亦划归至杨庄二期

类型之中。

龙山时期中原地区分布的几类考古学文

化遗存由于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的相似性，

其整体的文化面貌也呈现出较大的统一性，

如在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以及后岗二

期文化中均普遍存在包括深腹罐、高领瓮、浅

盘豆、斜腹碗、器盖、敛口钵等器物组合。而从

杨庄二期类型的所处地理位置来看，其与王

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两者的关系应更为

密切，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这种关系却

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首先，从整体的器物群组合来看，杨庄二

期类型出土的典型器物在王湾三期文化尤其

是煤山类型中几乎都有发现，这类因素在杨

庄二期类型中占据明显优势。相反，造律台文

化中常见的甗、子母口瓮、有沿豆等却几乎在

杨庄二期类型中未有发现。从单个器物的形

态上观察，例如深腹罐，造律台文化中常见方

格纹，王湾三期文化则多见篮纹，而杨庄二期

类型中出土的深腹罐普遍饰篮纹，且沿面多

内凹、内侧折棱凸出的特点与王湾三期文化

明显更为接近。高领瓮、矮领瓮在造律台文化

中也普遍存在，但其形体普遍瘦高而与杨庄

二期类型有别，其来源应仍旧与王湾三期文

化有关。浅盘豆在造律台文化中多有发现，但

其多盛行折沿，而杨庄二期所见的无沿豆面

貌明显更接近王湾三期文化。此外，如敛口

钵、斜腹碗、器盖等在龙山时期普遍存在于整

个中原龙山文化体系，杨庄二期类型中发现

的这类器物部分可能与造律台也有一定的联

系，但从整体的器物构成方面考虑，其来源于

王湾三期文化的可能性应当更大。故而我们

认为，以杨庄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杨庄二期类

型其性质应当毫无疑问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

范畴之内。而从传播路径的角度出发，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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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王湾三期文化南渐影响下的区域层次性差异

1~3、5~10.下王岗(T3H317:4、T5⑩:19、T12W25:1、T1⑨:11、H2:9、T4H240:1、T8H92:1、H122:2、T5⑩:
22) 4.马岭(H70:28) 11~20.杨庄(T30③:4、W1:1、W13:1、W13:2、W12:1、T12③:3、T30③:5、T13②:
1、T2⑤:1、T2⑤:21) 21、23、28~30.石板巷子(H8:1、H8:2、G2:1、T14③b:12、T14④:6) 22、24、26.茶店
子(H7:9、H4:12、H4:8) 25.王家渡(G3:5) 27.蒋家桥(H1:1) 31~33、36、39.白庙(T13⑤:3、T42⑤:
69、H3:5、T2④:14、T2③:12) 34、35、37、38、40.柳林溪(T1608⑥:11、W1:2、T1215④:18、T1215④:21、
T1317⑤:18) 41~50.肖家屋脊(H254:4、H78:1、AT805②:1、AT204②:33、AT3212③:6、H68:60、H89:
18、AT908②:5、AT3307④:1、H2:7) 51~60.车轱山(TS02W04③:24、19、M386 :1、H99:5、8、M402:1、
M407:3、TS02W03③:18、T3③:1、M403:1)

杨庄二期类型、乱石滩类型还是南方的后石

家河文化，其文化的主体影响应仍是以王湾

三期文化为主，但由于区域位置差异，不免又

同时受到了周邻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江

汉平原中所见的玉器传统就应当与东方因素

有着密切关系[19]。

二、东西线的形成与区域差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以豫中为起点，越过

伏牛山东端余脉、桐柏山、大别山向南传播过

程中，形成了东西两线。西线由方城隘口进入

南阳盆地，形成王湾三期文化乱石滩类型，沿

汉水南下进入鄂西南，在宜都和宜昌地区分

别形成后石家河文化石板巷子和白庙两个地

方类型，经鄂西南跨长江至澧阳平原形成后

石家河文化孙家岗类型；东线经豫南过义阳

三关后分别向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发

展，在豫南鄂东北地区形成王湾三期文化杨

庄二期类型，在江汉平原则形成后石家河文

化肖家屋脊类型（图三）。沿东西两线由北向

南，王湾三期文化南渐在上述区域形成了明

显的区域层次性差异（图四）。

第一层次以豫西南鄂西北、豫南鄂东北

地区为代表，两地受王湾三期文化南渐影响

导致了其整体的器物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完全中原化，文化性质方面则由原本属于

江汉龙山文化系统转变为中原龙山文化系

统。具体到器物群方面，这一时期两地均以高

足鼎、平底罐、高领瓮、圈足盘、浅盘豆、斜腹

碗、斜壁器盖以及浅腹钵等构成核心器物群，

这些器物在王湾三期文化中几乎皆可寻得其

相同或相似器物。所不同的是，由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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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王湾三期文化南渐对于清江流域、重庆峡江及鄂东南地区的影响

1~4.香炉石(T24⑥:65、T27⑦:32、T27⑥:24、T16⑥:15) 5、6.魏家梁子(T3④:105、175) 7.老
关庙(95M1:2) 8~15.蟹子地(T3120④:9、T2031④:16、T2131④:34、T1831④:23、T1831④:1、
T2131④:7、H16:3、H36:9)

及区位的不同，两地区在器物群组成方面表

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相比杨庄二期类型，乱

石滩类型保留了更多的石家河文化传统，如

盆形鼎、折沿盆等，但从其核心文化要素中的

高足鼎、圜底罐、平底罐三者着眼，其文化性

质归属于王湾三期文化应无异议。

第二层次以鄂西南宜都和宜昌两地为代

表。两地器物群一方面接受了较多的中原因

素，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地方因素，如

宽扁足鼎、圜底罐、侈口深腹罐、深腹钵、擂

钵、杯等。相较于前一层次核心器物群的近乎

中原化，该层次所受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主

要有侧三角形高足鼎、高领瓮、圈足盘、浅盘

豆四类。

第三层次的影响主要是江汉平原和澧阳

平原两地。澧阳平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上远

离王湾三期文化分布区而所受影响明显较鄂

西南地区为轻。而江汉平原地区作为传统屈

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核心区域受南渐的影响，
其文化社会发生了显著的衰落，整体的器物

群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接受大量王

湾三期文化因素的同时，其核心器物群又保

持了区域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

组如宽扁足盆形鼎、扁腹罐、凸底罐、折沿盆、

三足杯等特点显著的器物组合。从核心器物

群构成方面而言，两地所受王湾三期文化主

要影响的有高领瓮、圈足盘、浅盘豆三类，而

并未对其核心炊器———鼎产生根本性的影

响，因而相较于前两层次的影响明显为次。此

外，在石家河遗址群中常见的如扁腹罐、凸底

罐以及三足杯等颇具特色的这类器物似乎并

未走出古城。这可能暗示着在南渐的冲击影

响下，由于上层控制力的的强弱差异，在古城

内外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异性。

王湾三期文化南渐的影响并未仅仅停留

在以上区域，西线向西在清江流域，重庆峡江

地区，东线向南在鄂东南等地均有相关遗存

发现。相比后石家河文化区而言，这些地区所

受的影响相对较少，所见的器形也主要是高

领瓮、浅盘豆、圈足盘、鬶等，而未对当地的核

心器物群尤其是以炊器为代表的一类器物产

生根本性的冲击。此外，从高领瓮多为圆肩或

溜肩且领内侧转折不甚明显，圈足盘及豆盘

盘腹较深的情况来看，这些地区所见的王湾

三期文化的因素恐怕更多的是从鄂西南、鄂

东北等地间接传播而来（图五）。

王湾三期文化南渐的层次性影响显然和

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豫西南鄂西北和豫南鄂

东北两地作为中原与江汉两大文化区的联结

地带，在王湾三期文化大举南扩过程中无疑

会首先受到影响。澧阳平原地区由于区位上远

离中原地区而所受影响明显为次。江汉平原则

作为江汉文化区的核心区域固守了原有文化

传统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作为江汉文

化区的次核心地带鄂西南地区在接受大量的

中原龙山因素的同时，也保持了较多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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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王湾三期文化矮足鼎的南传差异

图七 矮足鼎在东线的传播

1.党楼(H1:1) 2.杨庄(W1:1) 3.夏家河(EST1009⑧:1) 4.吴家坟(H1:2) 5.肖家屋脊(H70:35)
6.蟹子地(T1831④:23)

文化传统。至于更外围的清江流域、重庆峡江

地区以及鄂东南等地则借助于与鄂西南和鄂

东北两地的文化交流，将王湾三期文化因素

带到了各地。

相较于东线，西线在宏观范围内基本保

留了圜底罐的文化传统。圜底罐作为西线的

核心器物之一，其来源应与前一阶段石家河

文化密切相关，这一文化传统在鄂西南、澧阳

平原等地至少可以追溯至城背溪文化时期。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在本地石家河文化时期并

不常见，这一时期普遍出现并迅速成为其核

心器物之一的垂腹圜底罐可能与鄂西南地区

的文化传统与王湾三期文化中矮足鼎因素相

融合有关。东线这一时期则呈现出面貌各异

的器物作风。豫南地区由于缺少自然地理的

阻隔，在王湾三期文化南渐的过程中所受影

响最为显著，整体的器物群尤

其是以炊器为核心的关键因

素几乎与河洛地区的形态一

致。鄂北随枣走廊地区在核心

器物群方面，虽然保留了一些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化传统，

如盆形鼎、长颈壶等，但在该

地区中仅占极少数比例。仅有

在传统石家河文化的核心区

域江汉地区，其文化传统的保

留程度才最为明显。另一方面

从具体器物的传播角度出发，

矮足鼎作为王湾三期文化尤

其是煤山类型的核心器物在

两线的传播却呈现出了迥异

的差别。截止到目前的考古材料，该器物仅在

东线普遍存在，且呈现出由北向南大致逐渐

减少的趋势，而在西线基本不见（图六、七）。

这一现象应当与西线圜底罐的文化传统密切

相关，作为整体形态与矮足鼎近似而仅缺少

三矮足的圜底罐，在面对河洛地区强势文化

因素的传播之时亦存在有选择性的“扬弃”。

三、西线传统的文化演进与北扩
有学者曾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

文化谱系归纳为两大文化传统，一者是以釜

（圜底罐）为代表的南方系统，一者是以鼎为

代表的北方系统。在距今5000年前后，随着北
方系统屈家岭文化势力的扩张二元均势被打

破，从而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统一的鼎文

化系统 [20]。但就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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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的鼎文化系统形成之后，南方系统中的圜底

罐文化因素并未彻底消失，而是在屈家岭文

化之后的鄂西南及澧阳平原等地后续也一直

保留了下来。龙山晚期，西线传统的圜底罐因

素有了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王湾三期文化南下

的同时也溯汉水而上，两者在汉水中游即豫

西南鄂西北一带产生文化融合，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垂腹圜底罐文化因素。不同于鄂西南

及澧阳平原地区圜底罐的矮胖作风，豫西南

鄂西北地区的圜底罐整体偏瘦高，而这一特

点与河洛地区矮足鼎的鼎身更为相似。此外，

从其口沿多内凹，内侧折棱突出的特点来看，

其整体的文化因素似乎更接近于河洛地区。

圜底罐的文化因素并未仅仅停留在豫西

南鄂西北地区，沿丹江而上在今天陕东南地

区的东龙山 [21]、老牛坡 [22]等地均有发现。陕东
南地区在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分

布着以东龙山遗址所谓“夏代早期”为代表的

一类遗存。关于这类遗存的性质问题，有学者

注意到其与本地前一阶段客省庄文化的差异

性而同西方的齐家文化关系更为密切，因此

将其视为齐家文化晚期向东扩张而形成的一

个地方类型[23]，也有学者注意到其文化面貌的
独特性，而称之为东龙山文化 [24]，本文暂同后
说。据研究，东龙山文化可分为前后相继的四

期，其中一期略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则相当

分段
遗址

早段 晚段
资料主要来源1组 2组 3组 4组

淅川下王岗 ■ ■ ■ ■ 《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 1989年；《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
学出版社 2020年

淅川马岭 ■ ■ ■ ■ 《考古》2020年第 2期
淅川沟湾 ■ ■ 《中原文物》1989年第 1期；《华夏考古》2017年第 3期
淅川申明铺东 ■ ■ 《文物》2017年第 3期
淅川下寨 ■ ■ ■ ■ 《华夏考古》2011年第 2期；《华夏考古》2017年第 3期
淅川金营 ■ 《中原文物》2022年第 1期
淅川全寨子 ■ 《淅川全寨子墓地》科学出版社 2016年
邓州八里岗 ■ ■ ■ 《考古》1997年第 12期；《文物》1998年第 9期；《文物》2000年第 11期
郧阳大寺 ■ ■ ■ 《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 1991年；《郧县大寺遗址》科学出版社 2020年
郧阳青龙泉 ■ ■ 《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 19991年；《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二卷）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郧阳辽瓦店子 ■ ■ ■ 《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2年；《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

古报告集》（第四卷）科学出版社 2014年
郧阳郭家道子 ■ ■ 《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 2013年；《湖北南水北调工

程考古报告集》（第四卷）科学出版社 2014年
郧阳店子河 ■ ■ 《郧县房子河遗址》科学出版社 2020年
郧阳肖沟 ■ 《江汉考古》2019年第 4期
郧阳三明寺 ■ 《江汉考古》2016年第 1期
郧阳尖滩坪 ■ 《江汉考古》2015年第 3期
郧西庹家湾 ■ ■ 《考古学报》2013年第 1期
丹江口乱石滩 ■ ■ 《考古》1986年第 7期
丹江口玉皇庙 ■ ■ 《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四卷）科学出版社 2014年
丹江口彭家院 ■ ■ ■ 《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二卷）科学出版社 2013年；《湖北南水北调工

程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 2014年
丹江口南张家营 ■ 《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 2013年
丹江口花果园 ■ 《考古学集刊》（第 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襄阳牌坊岗 ■ 《江汉考古》2007年第 4期
房县七里河 ■ 《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 2008年

豫西南鄂东北地区乱石滩类型主要遗址分期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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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乱石滩类型典型陶器分期图

1~3、8~10、12、17、19~21、25~32、34~37.下王岗(T2H335:1、T5⑩:19、T12W25:1、T10④:1、T10H273:1、
T1W26 :2、T3W12 :1、T6⑧:17、T11H155 :11、T4H219 :6、T11W9 :1、T11H155 :7、T10H33 :3、T3H175 :4、
T10H33 :1、T1H253 :3、T3H127 :7、T1⑤:13、H41 :2、T6H126 :3、T14②B :39、H248 :5、T1H221 :8) 4、5、
11、13、14、24、33.马岭(H479:1、H219:18、H159:1、H70:28、W15:1、H777:22、H870:19) 6、7.申明铺东
(H7:8、H1①:11) 15.肖沟(T1③:9) 16、18.彭家院(T3106②:4、T3113②:7) 22.下寨(W17:1) 23.大
寺(H8:21) 38.乱石滩(T11②B:3)

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三四期则与二里头文化

二期和三期早段偏早相对应，其文化的绝对

年代则在公元前1930~前1680年之间[25]。
近年来，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资料公布

较多，尤其是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度发掘
报告提供了十分详细的分期材料[26]。该报告依
托于新的考古材料将下王岗龙山遗存划分为

了三期5段，但其早期1段与中期2段阶段性演
变证据略显不足，似可合并。此外，发掘者归

入到晚期4段的T3H127、T4H198中出土的鼎
足多厚重、体型大且装柄位置居中或偏上，这

种作风整体与晚期5段鼎足更为接近，因而将
两者归入到最晚阶段似更为合适。若此，以淅

川下王岗2008~2010年发掘材料为标尺，结合
其它遗址的材料，我们认为可将豫西南鄂西

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乱石滩类型分为两段4
组（表一；图八）。

罐形鼎，在早段1组呈侈口，折沿，沿面内
凹明显，腹部较深，最大径偏下，鼎足整体形

态瘦小，装柄位置偏下；早段2组腹部最大径
及鼎足装柄位置微上移；晚段3组为折沿，沿
面斜平，腹部最大径居中，鼎足整体形态厚

大；晚段4组腹部较浅，深度与盆形鼎趋同，鼎
足装柄位置居中偏上，流行按窝。

盆形鼎，从早至晚，由斜折沿，沿面内凹

逐渐向平折沿发展，鼎足形态及装柄位置与

罐形鼎相似。

圜底罐，口沿由折沿、沿面内凹突出向折

沿微卷、乃至卷沿演化，腹部形态变化与罐形

鼎相似，最大径由偏下向居中发展。

平底罐，口沿由折沿逐渐向卷沿演变，腹

部最大径逐渐下移居中。

高领瓮，演变规律主要凸显在其肩部和

腹部形态上，肩部由圆肩到折肩，腹部最大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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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东龙山文化早期与乱石滩类型晚段同类器物的对比

1~6.东龙山(ⅢT10③:11、ⅢT10③:9、H228:8、M36:1、H253、M43:25) 7~9.下王岗(T3W8:1、
TG1H329:1、T1W16:1) 10、11.下寨(M27:1、M19:1) 12.大寺(T8②:4)

由偏上到居中。

圈足盘，盘部从早到晚整体逐渐变浅。

无沿豆，盘部发展规律与圈足盘相似，豆

柄由粗矮向细高演变。

有沿豆，晚段始见，演变规律似为沿部由

窄变宽，盘部由浅到深。

甑，其演化主要体现在整体形态上，即形

体逐渐变长，至晚段4组底部还出现“假圈
足”。

器盖，从早至晚由弧壁向折壁发展。

以上主要器形的演变规律与煤山类型及

二里头文化一期同类器基本一致。至晚段所

见诸如侧三角形足鼎、折肩瓮、带鋬甑、带鋬

盆、三足盘、有沿豆、折壁器盖等形态明显与

二里头文化一期陶器面貌更为接近，由此可

见乱石滩类型的年代下限可延续到二里头文

化一期。

关于其绝对年代，根据下王岗 [27]、下寨 [28]

等测年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1800
年之间，参照该地区石家河文化结束年代以

及河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年代和《有关所谓

“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29]所
公布的二里头文化年代处于公元前1900~前
1500年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将其年代定为
公元前2200~前1800年左右较为合适。

从碳十四所提供的绝对年代数据来看，

乱石滩类型晚段与东龙山文化早期应当基本

共时，从两者的器物群组合来看，两者之间也

存在明显的交流。关于这一点，胡平平在《试

论陕东南地区东龙山文化》一文中便认为东龙

山文化中以各种形态圜底罐为代表的C群文
化因素便来源于南方的后石家河文化因素，

尤其是鄂西峡江地区应当是其文化源头[30]。但
相较之下，东龙山文化中的圜底罐整体形态

偏瘦高的作风明显更接近于毗邻的豫西南鄂

西北地区，而从其多折沿或卷沿的特征来看，

其年代应与乱石滩类型晚段更为接近（图九）。

东龙山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圜底罐因素在本地

前一阶段的客省庄文化晚期并未发现有类似

的器物，这一文化因素在陕东南地区的出现

只能归因于西线传统的北扩。相同的是，在西

线尤其是乱石滩类型中同时也见到了大量的

东龙山文化因素，主要有各种带单耳、双耳、

三耳的罐类以及壶类器物（图九）。在淅川下

寨发布的一批龙山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早期墓

葬材料中，就见有大量的东龙山文化因素的

墓葬[31]（图九，10、11），这可能意味着伴随着两
地区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发生了部分人群的

迁移。

四、结语
龙山晚期，受冰后期气候干冷事件发生

89



的影响[32]，中国广义北方范围内发生了诸文化
的集体南下事件。西方的齐家文化晚期向东

南扩张 [33]，势力一度影响至陕东南地区；北方
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晚期南下，致使临汾盆

地陶寺晚期类型形成[34]；东方造律台文化晚期
南徙，对于江淮及太湖流域的文化变迁产生

了深远影响[35]；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则导
致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学文化集团的重

组，形成了以豫西南鄂西北、豫南鄂东北两地

为第一影响层次的中原前沿势力，以鄂西南

地区为第二影响层次的“廊道”性质遗存，澧

阳平原及江汉平原则由于区域位置及文化传

统等而存留了最多的本地因素从而形成了第

三层次的影响。除了层次性的差异之外，南渐

在东西两线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

东线由于自身鼎系的文化传统，对于北方来

的矮足鼎因素也予以了接受姿态；而西线在

族群的深层次意识层面，也许仍旧存在些许

对鼎类器物的抵触因而仍延续了圜底罐的文

化传统，并沿汉水、丹江北扩至豫西南鄂西北

及陕东南一带。

王湾三期文化南渐一方面加速了中原与

江汉族群间的融合，另一方面则将四方的文

化因素吸收到了中原文化系统之中，从而为

二里头文化的兴起注入了新鲜血液，奠定了

日后夏商时期长达近千年中原与南方主从文

化态势的基础。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河南鹤
壁刘庄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2005—
2006）”（项目编号23AKG002）和郑州大学考
古学学科创新中心专项的共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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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Variations in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Route Tradition

ZHANG Hengheng, JIN Song,an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exhibited distinct regional varia-
tions in both spatial influence and transmission routes. In terms of regional impact, the cultural influence
generally weakened along a north-south gradient, forming three discernible tiers of decreasing intensity.
Regarding transmission routes, notable differences emerged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athways.
Compared to the eastern route, the western route notably preserv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rounded-bot-
tom jars across broader geographical contexts. In the southwestern Henan and northwestern Hubei re-
gions along the western route, local cultures integrated the short-legged tripod ding vessel elements of
the Meishan variant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with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the Three Gorges area,
ultimately forming a distinctive rounded-bottom jar cultural system. Following its formation, this cultur-
al system expanded northward along the Dan River,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nglongshan culture in southeastern Shaanxi.

Keywords: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regional variations; cultural tradition

[18]韩建业：《湖北随州市西花园早期遗存分析》，《考
古》1999年第3期；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
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8~145页。

[19]同[3]。
[20]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

版社，1997年，第170~173页。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编著：《商洛东

龙山》，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9~134页。
[22]刘士莪编著：《老牛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

野发掘报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56页；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
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23]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
文物》2009年第1期；韩建业：《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
互动与欧亚背景》，《文物》2019年第7期。

[24]杨亚长：《东龙山遗存的年代与文化性质》，《中国
文物报》2000年8月9日第3版；张天恩：《论关中东部的夏
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胡平
平：《试论陕东南地区东龙山文化》，《江汉考古》2018年第
6期。

[25]胡平平：《试论陕东南地区东龙山文化》，《江汉考
古》2018年第6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河南省文物局
主编：《淅川下王岗：2008年~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
出版社，2020年，第163~356页。

[27]同[26]。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

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淅川下寨遗址龙山时代末期至二

里头早期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
[29]仇士华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

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30]同[25]。
[31]同[28]。
[32]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

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
[33]韩建业：《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

背景》，《文物》2019年第7期。
[34]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

文物》2007年第1期。
[35]宋建：《王油坊类型与广富林遗存》，载《华夏文明

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周年庆祝

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文集》，大象出版

社，2003年，第183~190页。

（责任编辑、校对：许静思）

91


